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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管辖范围外的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的管理体制安排与划区管理工具（ABMTs）

密切相关。 广义上的划区管理工具包括两种，一种是以现有国际组织为代表的部门管理，另一种是以公海

保护区下区域管理组织为代表的跨部门综合管理。 不同划区管理工具存在主体身份、问题领域、功能治理

范围三种机制重叠表现，究其原因：一是该问题领域本身对多元国际机制建立的需求张力较大；二是“公海

自由”提供了不同机制并存的制度基础；三是全球治理理念与实践推进了海洋领域共管共治进程；四是政

治权力博弈导致各种俱乐部治理组织在海洋权益制度性偏好上存在差异。 划区管理工具重叠造成了积极

与消极二元影响。结合当前全球治理范式由“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转型的趋势，要实现划区管理工具协

同，关键在于处理好各划区管理工具背后的主体逻辑，构建多利益攸关方交互式混合参与管理体制。 在两

种划区管理工具耦合逻辑基础上，以“过程论”为视角，从方案提出、共商共估到执行监查，形成以制度衔接

为功能的互动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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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资源的有限性与地缘分配不均难以满

足主权国家发展需要， 各主权国家将资源获取

渠道扩展至国家管辖范围外的生物资源领域。

为了促进公海可持续综合利用，正在进行的“国

家管辖范围外的生物多样性养护与可持续利用

谈判”（BBNJ 谈判） 已成为海洋法领域的重要

议程。 BBNJ 谈判历程主要有三个关键时间节

点：一是 2004 年，联大发布 59/24 号决议，该决

议决定成立“特设非正式工作组”，讨论在《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 》（UNCLOS） 框架下如何解决

BBNJ 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的问题 ； 二是 2015

年， 联大通过 69/292 号决议成立 “预备委员

会”，要求以“一揽子”清单①为基础，重点讨论

新国际文书（ILBI）的草案要点；三是 2018 年，

联大通过 72/249 决议，BBNJ 谈判转入政府间

大会阶段，就“一揽子”清单的四项基本内容继

续展开政府间磋商谈判。截止当前，已召开三次

政府间大会，但因疫情影响，第四次大会处于暂

停状态。 由于谈判内容较多、利益分歧较大，不

排除增加谈判次数、延长谈判过程的可能。

管理模式的路径选择对于体制构建与落实

具有宏观协调作用，在“一揽子”清单中，划区管

理工具与国家管辖外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模

式密切相关。 由于新的管理机制建立面临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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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博弈、新旧体制冲突等问题，关于划区管理

工具体制安排也存在较大争议。 在实质内容尚

未明朗之前，谈判各方都相当谨慎。 ②从我国相

关学者对管理体制的主要研究来看， 王勇与孟

令浩主要通过区域模式与全球模式优劣对比，

从宏观上探讨了 BBNJ 协定采取全球管理模式

的必要性。 ③胡斌分析了管理机制构建中的重

叠现象， 并主要提出了关于职能机构建构的

建议措施。 ④以上学者虽然对管理体制发展趋

势和特征作了相关研究， 但依然有一些关键问

题需要深入探讨。 公海保护区与划区管理工具

概念及关系边界辨析需要更加明确； 管理机制

重叠产生的原因有所涉及， 但需要挖掘该问题

领域本身的综合动因； 划区管理工具机制重叠

现象表现应建立在国际机制重叠理论要素论基

础之上⑤；除了需要构建职能机构外，“过程论”

视角下各划区管理工具从提案到执行、 监督具

体协同制度需要细化。 因此在上述学者研究基

础之上，本文对上述问题及谈判发展趋势作进

一步探讨。文章逻辑结构安排如下：在对“公海

保护区”“划区管理工具” 关键概念辨析基础

上， 从国际实践的角度探讨当前划区管理工

具的本质特征—机制重叠，并对重叠的原因、

二元影响进行分析。 结合谈判过程中的“不破

坏” 基本原则使得混合管理模式成为发展趋

势，以“过程论”动态发展为视角，从提案、执行、

监查等不同阶段提出划区管理工具协同的对策

建议。

一、海洋保护区、公海保护区、划区管理工

具概念边界辨析

（一）从海洋保护区到公海保护区

“保护区”总体而言即对空间上特定的区域

范围进行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2条对“保

护区”的定义也遵循了该基本原则：一个划定地

理界限， 为达到特定保护目标而指定或实行管

制和管理的地区。

“海洋保护区”是建立在“保护区”概念基础

上的海洋治理领域的专门术语。 国际自然保护

联盟（IUCN）建立了海洋保护区机构伙伴关系

（MPAAP）， 对海洋保护区网络进行专门管理。

其将“海洋保护区”定义为：“为实现具有相关生

态系统服务和文化价值的自然长期保护， 通过

法律或其他有效手段确认的、专门管理的、具有

较为明确界限的地理空间。 ”⑥从功能来看，该

定义主要包括生态与海洋文化遗产保护两种类

型。最新的“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就

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

和可持续利用问题拟订的协定案文草案修改

稿”⑦，将“海洋保护区”定义为：一个划定地理

界限、 为达到生物多样性长期养护和可持续利

用目标而指定和管理的并比周围地区更高程度

保护的海区。 与 IUCN定义相比， 该定义中的

“养护与可持续利用”其实包含了经济、生态、文

化等多维度的保护目标。

“公海保护区”是当前“国家管辖范围外生

物多样性保护” 研究中讨论较多且具有现实意

义的概念之一。 但这一术语在相关国际条约中

很少规定，例如 1992《生物多样性公约》、1982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甚至前面提及的“国家管

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

续利用问题拟订的协定案文草案修改稿” 都没

有使用“公海保护区”这一概念，所以公海保护

区更多是一个学理上的概念。 邢望望⑧认为从

“保护区”到“海洋保护区”再到“公海保护区”，

既是概念递进细化的逻辑过程， 也是公海特殊

地理生态环境对“保护区”概念的特定适用。 首

先肯定了“公海保护区”与“海洋保护区”的联系

性。 广义的海洋保护区包括内水、领海、群岛水

域、专属经济区、公海在内的一切划区保护，例

如美国的海洋保护区有多种形式， 由各级政府

建立和管理， 包括海洋保护区、 河口研究保护

区、海洋公园和海洋野生动植物保护区等，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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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海保护区”是“海洋保护区”的由总体到具体

的逻辑发展过程。其次，公海特殊的国际法规则

导致其与一般海洋保护区存在差别。《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规定了公海六大自由⑨，而公海外的

其他海域都适用不同的海洋法制度， 有基于主

权的管辖、 有基于公共卫生等特定事项的管辖

等，制度差别导致“公海保护区”概念的设立权

限要素一定是“共同设立”，需要多个国家合作，

而不是沿岸国家的自主设立。

因此，“公海保护区”是在“海洋保护区”概

念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两者在地理要素（都是通

过一定的“保护区”进行海域空间规划）、保护客

体（生态、文化等）等概念要素上具有类似性，但

是基于公海独特的区域地位， 在保护与管理方

式上，“公海保护区”与“海洋保护区”权限要素

存在区别。

（二）公海保护区与划区管理工具

在早期联合国海洋法议题会议中， 公海生

物多样性一直被纳入非正式会议， 处于边缘化

状态 。 直到 2004 年的联大 59/24 号决议后 ，

BBNJ 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才被纳入中心讨

论议题范畴。自此，“划区管理工具”才被开始广

泛讨论。 米勒（Molenaar）认为“ABMTs 是为了

一个或更多目的， 对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的

一项或多项人类活动进行更严格的管理， 以提

供比周围地区更高程度的保护”⑩。 BBNJ 谈判

第二次政府间会议将 ABMTs定义为“用来划定

地理界限的管理工具， 该管理工具可以基于多

元保护目标而设立”輥輯訛。 上述定义都提及了“划

区管理工具”的区别是“保护目标”，即不同的保

护目标是划区管理工具类型化的分类标准。

“划区管理工具”与“公海保护区”是目前经

常被混用的概念，那么两者有何区别与联系呢?
目前基于不同保护目标而成立的 ABMTs 中，

部门 ABMT 占据了大多数， 包括特别敏感海

域、 特别环境利益区、 特别区域等具体划区工

具。 由各专门国际组织提出， 具有单一设立目

的， 这些划区管理工具也主要是为国际组织设

立宗旨服务的 。 公海保护区 ， 是跨部门的

ABMT，并不限于单一目标而建立，是基于特别

敏感区域、 特别环境利益区等多种目标的综合

考量而建立，只是在名称上更侧重于“保护区”

这一空间概念。所以，划区管理工具与公海保护

区是一般与特别的关系， 也即广义上的划区管

理工具包含公海保护区在内。

综上， 广义上的划区管理工具由公海保护

区区域管理组织与专门国际组织提出， 前者属

于跨部门（综合）划区管理，后者属于单部门划

区管理。 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

持续利用管理体制建立在广义划区管理工具概

念基础上， 处理好各种划区管理工具关系尤为

关键。

二、划区管理工具重叠现象与成因

（一）国际机制重叠概述

国际机制重叠理论产生的背景与国际机制

互动研究密切相关。二战后，在“和平与发展”的

国际议题下，国际社会在人权、环境、金融等诸

多领域建立了各种国际机制。 由于各国际机制

建立与发展非同步化， 并且各自领域的治理路

径也存在差异， 导致各种机制拥挤与碰撞逐渐

凸显， 因而如何加强不同国际机制联系便具有

重要国际意义， 机制互动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研

究议题， 类型化划分成为机制互动研究的一个

重要方向 。 克里斯汀·罗森达尔 （G. Kristin

Rosendal）依据相互作用结果，将机制互动进行

了兼容互动 （compatible interplay）与分散互动

（diverging interplay）的二分法类型化划分；輥輰訛奥

拉夫·施拉姆·斯托克 （Olav Schram Stokke）依

据相互作用效能进行分类， 通过调动经济制度

主义、国际合法性和政策转移三种理论，区分了

功利性相互作用（Utilitarian interplay）、规范性

相互作用 （Normative interplay）和概念性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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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Ideational interplay） 三种机制互动类

型；輥輱訛奥兰·杨是最早提出机制重叠类型划分的

学者， 其将同一问题领域机制间关系分为植入

式、嵌入式、丛生式和重叠式四种，并将重叠定

义为 “一种制度的功能范围延伸到另一种制度

的功能范围内”輥輲訛。 奥兰·杨虽然从类型化角度

提出了机制重叠概念， 但对于其具体内涵依然

缺乏针对性解读。

“国际机制重叠”的具体内涵解读需要根基

于“国际机制”要素论路径。相对完整的“国际机

制 ” 定义由斯蒂芬·克拉斯纳 （Stephen D.

Krasner）提出，他将国际机制界定为“在国际关

系特定领域由行为体的期望汇集而成的一整套

明示或暗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輥輳訛。

该定义包含了三个基本要素：“行为体”为主体、

“特定领域”为客体、“原则、规范、规则、决策程

序”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衔接。三要素随着国际

关系发展而不断丰富，具体而言：从主体来看，

首先， 基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二分法逐

渐被打破， 参与国际机制的国家利益集团逐渐

多元化。其次，国家作为国际法唯一主体这一传

统逻辑也发生了改变。随着政府间国际组织、非

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个人等独立参与国际关系

现象日益频繁， 其在某些国际领域也开始承担

相应国际责任。例如核泄漏中，经营公司承担优

先责任，国家只是承担补充责任。正是由于主体

结构的多元化发展，导致主体互动频率提高，不

同机制中出现相同主体现象增多。从客体来看，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都是国际关系重要

问题领域，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生态安全等领

域都成了其延展客体。 有学者认为只有相同问

题领域中才能产生国际机制重叠輥輴訛， 但笔者认

为类似于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处于不同的问题

领域， 但 WTO 规则体系中也出现了环境保护

相关条款， 与专门的环保条约或协定存在规范

重叠， 所以同一问题领域和不同问题领域都可

能产生机制重叠现象。从中间衔接变量来看，本

质上是治理多样性发展， 即主体通过不同的原

则、规范、规则、决策程序等实现治理目的。 当

前，“自上而下” 与 “自下而上”、“全球治理”与

“区域治理” 都是主体作用于客体的路径选择，

不同的国际机制可能采取相同或相似的原则、

规范或程序。 三要素互动逻辑为客体（问题领

域）是国际机制产生的起因，不同的主体集团

为了解决该问题， 通过谈判协商等多种方式，

形成相对稳定的规则、原则等治理框架。 而以

上所阐述的三个要素的多元化发展使得这一

过程组合易产生重叠现象。 所以国际机制重叠

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两个以上的国际机制，在主

体结构、问题领域、功能治理路径选择上存在重

叠的现象”。

除了国际机制重叠理论产生背景、 内涵要

素论外， 也有学者对机制重叠产生原因与影响

进行了总体分析。 罗圣荣与杨飞将机制重叠理

论与湄公河治理实践相结合， 提出了两点重要

原因， 认为机制重叠现象既是全球化与区域化

的发展结果，也是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后果。 輥輵訛

由于不同问题领域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所以，除

上述原因外， 还应该结合具体领域特殊性进行

分析。 刘美武将国际机制重叠影响关系分为冲

突、平行、融合三种輥輶訛，实际上后两者侧重于机

制重叠的正面作用， 因此国际机制重叠在效能

影响上可以区分为积极与消极二元影响。

（二）划区管理工具国际实践

单部门划区管理工具表现载体既可以是全

球性海洋组织，如国际海事组织（IMO），也可以

是区域专门管理组织， 如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北

大西洋渔业组织（NAFO），而公海保护区作为

多部门划区管理工具， 主要是建立在地理空间

划区上的区域性海洋组织， 如南极海洋生物资

源养护委员会（CCAMLR）。 具体的划区管理主

要国际实践如下：

于宏源：全球海洋治理视阈下生物保护区管理的重叠到协同效应分析 15



2021 年云梦学刊

1. 单部门划区管理

总体而言， 有基于海洋环境保护、 经济开

发、航行安全目的的，也有出于文化遗产保护等

其他意图的。 輥輷訛主要包括：

国际海底管理局的海底采矿划区管理。 海

底采矿活动可能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稳定性并造

成海洋污染， 为了预防海底采矿活动的环境破

坏风险， 国际海底管理局适用最多的划区管理

工具是“影响参照区”和“保全参照区”輦輮訛。 “影响

参照区” 主要指用来评估区域内活动对海洋生

态环境的影响程度的参照区，而“保全参照区”

主要指开采不被允许区域， 以禁止方式保持海

底生态稳定性。从实践运用来看，克拉里昂 -克

利珀顿区（北部）9 块环境保护区是国际海底管

理局利用环境影响划区管理工具进行划区的最

典型的代表。

国际海事组织航运管理。 为了发挥海上航

运价值，促进海上航运安全，国际海事组织在早

期通过 “特别敏感区域”（PSSAs） 进行划区管

理，随着基于生态、社会经济、科研等更多目标

的提出，“特别需要保护的区域” 也越来越被国

际海事组织运用。但总体而言，航运需要依然是

海事组织的首要考量因素。从实践运用来看，地

中海和南极洲是国际海事组织的两个重点管理

地区。

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的渔业管理。 渔业管理

组织运用较多的划区管理工具是 “脆弱海洋生

态系统”，例如非金枪鱼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为保

护深海生物多样性而对深海底部渔场形成关闭

区域。区域渔业组织众多，包括南方蓝鳍鱼保护

委员会 （CCSBT）、 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

（GFCM）、美洲热带金枪鱼委员会（IATTC）、国

际大西洋金枪鱼养护委员会（ICCAT）等，划区

管理工具实践运用主要集中于东北大西洋、西

北大西洋和东南大西洋。

随着 1972 《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公

约》《国际鲸鱼管制公约》等公约的达成，联合国

科教文组织开始着手世界遗产海洋保护区管

理， 国际捕鲸委员会也建立禁止商业捕鲸的庇

护所区域，例如印度洋（1979 年）和南洋（1994

年）。 随着该领域谈判与治理的深入，更多的划

界工具将提上政治议程。

2. 综合划区管理：公海保护区

当前主要包括以下 4个公海保护区或公海

保护区网络：

地中海半封闭的自然地理使得 《海洋法公

约》下的专属经济区制度适用困难。若所有沿岸

国家都主张专属经济制度权利， 则存在权利重

叠，但是《海洋法公约》只是一般海域的制度安

排， 体系并未在各项海洋制度适用的特殊性上

作出具体规定。 1999年生效的《巴塞罗那公约》

与 2002年生效的《建立地中海海洋哺乳动物保

护区协议》是地中海海洋空间规划的重要协议，

促成了“地中海派拉格斯海洋保护区”的建立。

由于地中海独特的海域地理特征， 该海洋保护

区本质上是由协议达成的特殊公海保护区。

大西洋沿岸国家较多，且多为发达国家，对

海洋权益的争夺由来已久。 2009年保护东北大

西洋海洋环境委员会（OSPAR）在布鲁塞尔举

行了一次部长级会议并产生了一份标题为 “

OSPAR 的监管制度，用于在 OSPAR 海域的国

家管辖区（ABNJ）以外的地区建立海洋保护区

（MPA）”的文件輦輯訛，开始商量建立共同公海保护

区。 OSPAR委员会于 2010 年正式建立了世界

上第一个公海保护区网络， 在国际海洋保护方

面迈出了开创性的一步。 輦輰訛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CCAMLR）

在南极洲周围海域形成了两个公海隔离带，在

2009 年通过了 “保护南奥克尼群岛南部大陆

架”决议。 此外，在 2016年委员会通过决议，拟

在罗斯海区域建立第二个公海保护区。 由于所

涉公海面积极大， 对传统南极国际制度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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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影响， 南极公海保护区建立受到的争议相

对较多。

值得注意的是， 公海保护区的建立依然在

扩张。 南太平洋区域环境组织（SPREP）开始进

行“公海四个方案”计划，西非通过《阿比让公

约》开始进行保护区建设，西印度洋区域的《内

罗必公约》及萨尔加索海委员会（SSC）制定的

《汉密尔顿宣言》等区域活动都开始着手进行海

洋生物多样性划区保护。 輦輱訛

（三）划区管理工具重叠体现

从上述多样化划区管理工具来看， 许多公

海地区受到不止一种划区管理工具的影响。 由

于各国际组织不存在严格等级划分， 目前缺乏

全球性的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多样性保护公

约，以致各种划区管理工具并存于各海域，产生

了重叠现象。从机制重叠要素来看，划区管理工

具重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为主体重叠。

各国际组织一般采取开放式加入机制， 主权国

家根据自身利益诉求可同时参与多种国际机

制， 可能导致多种划区管理工具的设立受到相

同的国家推动。 例如欧盟既是大西洋公海保护

区网络、南极两个公海保护区建立的缔约方，也

是国际海底管理局重要成员国集团。 美国在海

洋治理中活跃度较高， 是促成南极公海保护区

与国际海事组织重要的原始创始国。 第二是在

问题领域中存在职能管辖重叠。 虽然保护区在

具体制度上存在不同。 单部门划区管理工具主

要是为采矿、航运、文化遗产、特定生物种类单

一目标建立起来的， 而公海保护区管理职能具

有综合性， 易发生同一问题存在两个机制共同

管理。职能重叠趋势有加强趋势，例如划区管理

工具在事实上都直接或间接涵盖海洋生态保

护；OSPAR 委员会与 IMO 和 ISA 等相关组织

合作，从鱼类资源、生态保护、海上运输安全等

领域不断扩展职权范围。 輦輲訛第三是功能治理覆

盖范围重叠。在覆盖范围上，已经建立的几个公

海保护海域面积具有区域性特征， 例如南极罗

斯海保护区总面积为 115万平方公里、 南奥克

尼群岛南部保护区面积约为 9.4 万平方公里。

像国际海事组织此类单部门国际组织的建立基

础是全球性的国际公约， 在空间规划上已经涵

盖了大部分区域海洋组织所建立的各公海保护

区，在覆盖海域面积上存在治理功能重叠。特别

是南极、北极敏感海域，成为各组织争相进行划

区管制的重点区域。 （详见图 1）

三、划区管理工具重叠现象成因与影响

（一）划区管理工具重叠现象成因

第一， 就国家范围外生物多样性治理本身

主要部门

ABMTs

综合公海

保护区

国际海底管理局

国际海事组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国际捕鲸委员会

地中海派拉格斯海洋保护区

大西洋公海海洋保护区网络

南奥克尼群岛南大陆架海洋

保护区

罗斯海地区海洋保护区

167 个会员国 +欧盟

174 个会员国

193 个会员国

98 个会员国

法国，意大利和摩纳哥

三国协议设立

16 个缔约方 輦輳訛

36 个缔约方 輦輴訛

采矿为主

航运为主

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

鲸鱼原种的养护和利用

海洋生态、海洋物种等

海洋生态、海洋物种等

平衡海洋保护，可持续渔业和

科学利益等

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

区域治理

区域治理

区域治理

重叠体现

主要 ABMTs 主体 问题领域
功能治理

覆盖范围

图 1

于宏源：全球海洋治理视阈下生物保护区管理的重叠到协同效应分析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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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 各种国际机制能够在该领域产生重叠现

象， 体现了该问题领域对国际机制建立的现实

需求张力较大。 这种需求张力扩大来源于以下

两个方面： 其一为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多样性

统一化管理制度缺位。 与国家管辖范围内生物

多样性治理相比， 国家管辖外的生物多样性全

球统一化管理体制一直缺少。 例如《生物多样

性公约》通过阶段，“国际社会还没有意识到独

立地保护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的生物多样性

的必要性，因而也缺失相应的具体措施和管理

制度”輦輵訛；《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国际海洋治

理“大宪章”，却对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多样性

资源获取、分配等事项未涉及。在两个如此重要

的公约制度缺位的前提下， 加上通过谈判形成

新的协议内容是一个漫长过程， 这就为各种划

区管理工具形成的国际机制共生共存留出了空

间。 其二为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多样性治理的

复杂性。 首先表现为海洋生物浮动性。 海洋物种

的长途迁徙，影响了管理稳定性，只能依靠在不

同海域建立多种国际机制才能达到有效综合管

理。 其次表现为海洋生物多样性治理地缘范围扩

大。 气候变化使得极地冰川融化，公海可开发版

图扩展， 加上国家海洋治理管辖权分布不均，需

要建立具有更宽泛管辖权的国际机构。 第三表现

为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多样性价值目标导向多

元。 除了海洋生物遗传获取外，渔业商业贸易、满

足基本粮食需求都是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多样

性养护与可持续利用的重要目标，而多元价值目

标网络促使各领域相关机制也随之开始调整原

则、制定具体规则，造成了功能治理重叠。

第二，“公海自由” 提供了各种组织建立的

国际法基础。 公海地区能够产生多种划区管理

工具重叠现象， 与公海特殊的国际法规则密切

相关。格劳秀斯在 16世纪提出的“海洋自由论”

是公海自由的重要理论来源。 1982 年《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在公海海域也维持了“海洋自由”

的基本理念， 确立了航行自由等多项公海自由

制度。无论沿海国还是内陆国，利用公海都具有

正当的国际法基础。当然，对公海领域也规定了

其他权利类型，例如登临权、紧追权、普遍管辖

权，但是主要针对的是奴隶贩卖、海盗行为等少

数特殊管辖事项， 所以本质上公海自由原则仍

是现代海洋法基石。作为海洋领域的公共用地，

正是由于“公海自由”基本原则，使得在国家管

辖范围外海域建立的各项制度能够共存。

第三，全球治理“理念”与“实践”也推进了

海洋治理进程。 划区管理工具重叠与全球治理

理念深入和范式多样化也不无关系。冷战后，全

球治理理念与实践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集

体行动被认为是解决公共领域问题的较好方

案。 在全球治理发展趋势上升期，区域治理与

全球治理作为两种范式是并存的， 针对同一

领域，既可能出现全球性的国际公约，也可能

出现区域性协议。人类在公海领域开展渔业、航

行、旅游等行为时，对公海造成了资源枯竭、生

态破坏等问题，为了防止公地悲剧，越来越多的

国家开始组建全球性或区域性组织进行这些事

项的专门管理。

第四， 划区管理工具由各种俱乐部组织设

立， 而俱乐部组织网络背后渗透的是政治权力

博弈。制度的建立和维持有赖于权力的支撑，我

们可以说制度是一个权力化的过程， 如果它们

成功地融合在一起，那将相互强化。 輦輶訛从主权到

海权，从海权到产权，说明主权概念从政治意义

转型为具体的经济产权利益，而在产权结构中，

占据地球 60%地缘范围的海洋生物资源、海底

矿产资源等无疑成为国家抢夺的目标。 参与

BBNJ 谈判的主权国家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即

发达国家利益集团。 之前建立和参与的众多公

海制度、 海洋治理组织大多是由发达国家推动

的结果，美国、韩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力图维持

之前的海洋权益，通过增加多边机构的数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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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较弱国家参与讨论的交易成本， 限制了弱

小国家建立跨问题联盟的能力， 减少了它们的

参与。 輦輷訛第二类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利益

集团。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转型期，资源需求的

扩张必然导致对海洋领域权益的争夺。 第三类

主要是深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岛屿国家。 保

护弱势群体也是国际制度安排的考量要件。 岛

屿国家由于领土化资源的缺乏， 因而对海洋资

源的需求更加突出， 急需新的全球制度重塑去

领土化法律上的海洋权益， 其中就包括国家管

辖范围外生物资源。 除了上述三类政治利益集

团外， 各利益集团内部在海洋权益中的目的也

存在差异， 例如资源匮乏的日本是海洋开发极

力推崇者，不支持扩大 MPA 网络，认为捕鱼还

没有达到可能导致南极渔业崩溃的水平。 政治

利益集团的分化加速了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俱乐部兴起， 这种俱乐部网络式结

构的政治集团促成了划区管理工具重叠格局。

（二）划区管理工具重叠现象二元影响

机制重叠与机制碎片化一样， 是国际关系

发展常态，只是前者侧重于国际关系联系性，后

者更侧重于国际关系矛盾性， 两者都是治理实

践的普遍客观存在。 划区管理工具机制重叠这

一现象的影响，应该包括积极与消极二元层面。

1. 划区管理工具重叠的积极影响

第一， 划区管理工具重叠在有序协调条件

下可以产生累积效应。 划区管理工具并存并不

总是相冲突，相反，当多种划区管理工具在某一

海域能够得到合理安排应用时， 将形成协同管

理机制。 例如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与管理东

北大西洋公海保护区网络的区域组织通过谅解

备忘录、集体协议的方式，就环境保护与渔业管

理管辖区域进行合理分工，以实现利益共享、信

息共享， 这体现了部门划区管理工具与公海保

护区综合划区管理工具的相互融合。同样，划区

管理工具协调也可产生于部门划区管理工具之

间。 例如部门划区管理工具很多都涉及公海生

态保护，其中国际海事组织主管船舶石油污染、

渔业组织管辖捕鱼过程海洋污染， 此类环境保

护即使发生在同一海域内， 但由于监管行为对

象各异，若达成监管合作协议，则能够形成多重

高标准环境保护监管。

第二， 划区管理工具重叠可以兼顾国家管

辖范围外生物多样性养护与可持续利用的兼容

性。 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多样性养护与可持续

利用是海洋治理的一项巨大工程， 保护目标对

象包括重要的生态或地貌、物种、海景文化、考

古或历史遗址、航运安全、科学研究等。 单一分

散管理工具容易产生治理漏洞， 难以保障治理

效果的综合性。在划区管理工具重叠体系中，各

管理工具基于不同的目标设立， 管理价值取向

更加多样化， 契合了公海生物多样性治理复杂

性特征， 增强了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多样性养

护客体的包容性。

2. 划区管理工具重叠的消极影响

第一， 划区管理工具重叠体系中各管理机

制的具体原则、规则等治理制度存在职能冲突。

虽然现存的不同划区管理工具有互相融合趋

势，但主要限于少数海域，总体上并没有建立起

良好的一体化共存机制。首先，基于不同目标建

立的划区管理工具若无法产生有序合作， 则在

制度优先性目标选择上存在偏好冲突。其次，划

区管理工具确定的保护区面积标准、 地理位置

不同，导致地缘管辖权交叉冲突。例如国际海底

管理局进行海底划区管理时， 易忽视垂直水体

中海底与海面的制度协同。再次，各划区管理工

具适用时间缺乏统一标准。 例如罗斯海保护区

规定了 35 年一般保护期，輧輮訛但是南奥克尼保护

区采取区域禁止模式进行生物资源保护， 规定

“不得在指定范围内排放或倾倒任何类型的废

物、 不得在规定区域内进行任何涉及渔船的转

运活动、 过境该区域的渔船在进入规定区域之

于宏源：全球海洋治理视阈下生物保护区管理的重叠到协同效应分析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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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向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委员会秘书处通报

其打算过境的情况”輧輯訛。 这些具体治理制度的冲

突导致治理效率低下、成本增大。 同时，重复设

置多余划区管理工具，使得治理资金、技术更加

分散，造成治理资源浪费。

第二， 多种划区管理工具重叠为大国政治

干预提供了渗透空间。 若某一领域只存在单一

大多边机制， 在当前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背景

下，霸权主义干预空间较小。但在机制重叠情形

之下，主体能够自由选择加入不同机制，微边体

制使得部分国家操控力更大， 使重叠机制沦为

部分国家获取话语权的渠道。 对于海洋资源需

求较大的政治国家而言， 它们可能对区域渔业

管理组织施加压力， 操控渔业组织在划区管理

时避开禁止性措施，保留捕鱼容允的制度空间。

同时， 航运国际组织可以基于航行安全划区禁

止运输或改变鱼类资源海上运输渠道， 操控国

际鱼类贸易走向。 正是在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

多样性保护处于机制重叠状态， 大国利用身份

重叠加入各种国际组织以加剧治理复杂程度，

从而实现自己的利益。

四、划区管理工具混合发展趋势

划区管理工具重叠在本质上属于多利益攸

关方共同参与治理。 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参与主体范畴，除了主权国家外，还包

括各种国际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等多利益攸关

方， 当前的各种划区管理工具大多由国际组织

或区域组织提出。主权作为国际关系的本质，主

要通过论坛对话、条约机制形成治理机制，而通

过设立专门国际组织的机构治理， 能够在非会

议期间继续行使治理职能，国际组织“代理”功

能也日趋独立化。 自成立“特设非正式工作组”

讨论在 UNCLOS 框架下如何解决 BBNJ 养护

和可持续利用问题以来， 工作组于 2004 年至

2015 年间共召开 9 次会议。 整个会议期间，由

于养护划区办法涉及对公海自由重新审视、国

家利益差异化下政治色彩较浓， 导致在谈判进

程中遭遇较大挑战， 主体参与连续性存在不

同。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77 国

集团成员参与连续性较低，但是以非政府组织

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在会议中的比例不断

上升。 輧輰訛这说明，即使在主权国家参与治理意识

不确定的情况下， 非国家行为体依然顺利召开

了会议， 并吸收越来越广泛的主体参与到公海

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体系中来。 （参加 BBNJ工

作组一次或多次会议的政府代表和 NGO 代表

总数如图 2）

划区管理工具重叠背后的多利益攸关方代

表了由“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治理模式转变

的趋势。 “自上而下”的全球治理主要指预先制

定具有约束性的目标、完整的程序规则、严格的

执行机制，以硬性手段形成治理框架，执行赤字

来 源 ：Robert Blasiak，Carole Durussel，Jeremy Pittman eds：the role of the NGOs in negotiating the use of

biodiversity in marine protected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Marine Policy,Vol.81,2017,pp.1-8.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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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上而下”传统模式面临的最大挑战。然而，

全球治理需要一个强有力和参与性的综合评估

和评价系统， 这样才能够促进在各级治理中就

各种问题采取进一步行动。 这一治理系统需要

各种专门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参与，将全球

需求转化为全球主体集体行动。 现有的国际组

织、行业机构，都通过自身的活动证明了对所管

理事项的实质性兴趣， 也通过实施管理措施来

履行自己的管理职责。同时，因为实质性的兴趣

和持续的活动，区域、行业组织对自己管辖的事

务积累了部分主权国家没有掌握的知识经验。

依靠更加多元与灵活执行机制， 国际层面的约

束性规范转化为框架构建， 吸纳更多非国家主

体参与治理，推动向参与式治理转变。

治理模式的转型是各种政治利益博弈的结

果，公海生物多样性保护也不例外。从 BBNJ谈

判内容来看， 当前对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多样

性管理体制存在区域模式、 全球模式以及混合

模式三种治理模式争议。 新西兰、新加坡、菲律

宾为代表的国家集团赞成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总

体框架，以补充现有区域与部门治理框架，推动

一体化标准的建立。 輧輱訛美国、韩国、冰岛等国家

为代表的利益集团认为应当由当前建立起来的

各种海洋区域组织或者地区协议进行管理。 輧輲訛

瑞士等国提出一种混合办法， 认为应建立一个

全球机构与区域机构、 国家治理并存的治理体

制，应在全球一级作出决定，但也需要承认有关

的全球、区域和部门机构的权威。 輧輳訛

从上述国际划区管理工具实践来看， 重叠

的管理机制若维持现状， 则无法克服由机制重

叠带来的消极影响， 所以完全维持区域模式的

现状不符合当前的实践发展与立法趋势。 混合

治理与全球治理模式都力图构建全球性治理机

制，在本质上都属于全球治理体系范畴，所以关

键在于区域模式与全球模式间的制度衔接。 区

域模式与全球模式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治理体

系， 全球治理模式的构建并不意味着抛弃现有

的区域模式， 两者对立主要是由于传统全球治

理模式的弊端所致。 传统全球治理模式力图以

一揽子形式的国际规则进行国家间权利与义务

的具体分配，并逐渐实现全球统一国际法治。但

是，主权作为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基础性原则，

强制性的义务分配导致以国际规则为主导的全

球治理有效性低下。当前国家保守主义抬头，全

球治理大国共识受到挑战， 构建以目标或者共

识为导向的全球治理更具有重要性与紧迫性。

公海保护区同样面临机制重叠等共识分歧，若

以传统全球治理模式进行绝对权利义务分配，

将导致执行层面的集体困境。 应当以目标设置

为全球治理导向， 兼顾已经出现的区域组织等

治理形式，以“不破坏原则”为基本指导，凝聚更

多大国共识、区域共识。

在 BBNJ 谈判过程中， 关于全球体制的构

建存在改造与创新两种路径。 前者主要是指将

现有某一管理组织改造为全球性的综合管理组

织，国际海底管理局被认为是最佳选择，但国际

海底管理局管辖范围有限，限于国际海底范围，

对于垂直水体、海面平行水体治理经验太少，所

以重塑旧管理组织为全球性组织的路径不具可

行性。从当前谈判的最新文书草案来看，需要进

一步探讨在管理工具重叠下， 如何实现划区管

理工具协同， 构建多利益攸关方共同参与的全

球管理机制框架。

五、划区管理工具协同管理机制

划区管理工具如何从重叠走向协同， 其实

就是如何处理好各种划区管理工具运转的行为

体关系， 即各种区域组织、 国际组织之间的协

同。 这一协同管理机制构建遵循的基本原则是

“不损害现有机制”。一是不得与《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已有框架下协定相冲突，旨在达成一份针

对公海生物多样性综合养护的补充协定； 二是

除了不得与之前公约规定的权利义务相冲突

于宏源：全球海洋治理视阈下生物保护区管理的重叠到协同效应分析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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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不得损害已经在国家管辖范围外建立的各

种国际组织或区域组织等管理机制。 这对新的

法律文书的功能定位产生了影响， 新的法律文

书是来做补充、衔接、嵌套的，而不是来做领导

的， 也即新的法律文书关于管理机制的构建应

该是一个全球性的协同框架，而不在于改变、抛

弃原有努力，所以在“不损害现有机制”基本原

则框架下，国际合作、共同参与、透明度都是管

理体制构建的基本遵循。

结合当前的谈判内容、 达成的阶段性协定

草案内容， 在进一步理清公海保护区与现有管

理机制两种划区管理工具间的耦合关系基础

上，本文从“过程论”维度，分阶段对划区管理工

具动态协同进行管理体制的框架构建。

（一）部门划区管理工具与公海保护区耦合

不同的国际组织在划界工具选择上具有各

自价值取向， 缺乏协同联系会导致海域规则混

乱。公海保护区数量在不断增加，两个南极公海

保护区的建立开启了公海大型圈地的先河，构

建更大海域的海洋保护区正被各国商定。 由前

述概念辨析可知， 广义上的划区管理工具包括

公海保护区在内，“区域海洋组织公海保护区实

践与国际组织划区管理工具实践是国际社会有

关公海生态环境保护的两种主要国际实践，二

者之间在公海生态环境保护上存在耦合关系，

充分发挥二者的耦合关系有利于促进公海生态

环境的综合治理”輧輴訛。 由于公海保护区是综合性

的管理机制， 并且在公海上建立保护区网络结

构也符合发展趋势， 相比数量庞杂的国际组织

管理体系而言，公海保护区更加稳定。在公海保

护区确立稳定地缘范围基础上，国际海事组织、

渔业组织、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等部门组织在该

地缘范围内就各自划区管理范围进行协商。

这一耦合关系已经在建立起来的主要公海

保护区有所涉及，例如 OSPAR曾希望与国际海

事组织达成航运管理工具协同。 輧輵訛但耦合过程是

艰难的，各个组织在职能范围内的各种具体规定

各不相同，耦合将会涉及各个组织的管理职能让

渡与妥协，所以通过 BBNJ 谈判达成《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框架下的补充性协定，离不开区域组

织与部门国际组织多边协商。 在非会议期间，通

过各组织秘书处实行双轨或多轨工作交流。 同

时，要充分凝聚可持续发展、生态保护目标优先

的共识。 面对自然和人类的复杂关系，任何试图

实现全球最佳海洋治理政策的努力都具有不确

定性。 輧輶訛可持续发展是 21 世纪最重要议题之

一，也是国际谈判、制度有效性的共识基点。 当

前的公海面临局部鱼类资源枯竭、 石油等海上

污染物问题， 因此环境治理是公海保护区建立

的首要目标。在“一揽子”协议中，环境影响评估

的谈判相对而言争议较小， 坚持可持续发展优

先的目标设置将凝聚更多的“绿色”耦合共识。

（二）保护区域确立提案

国家管辖外生物多样性保护首先需要确定

保护区域，即公海保护区的地理确立。若完全由

新协定下的决策机构自主决定公海保护区设立

的具体位置、数量，则无法兼顾设立的适应性管

理，且可能决策错误、政治阻碍过大。 为了充分

发挥“自下而上”模式下的自主能动性，应该采

取申请式的提案方法。 提案方式兼采单独提出

或集体提出， 设立常设秘书处作为提案过程中

的专门职能机构，负责材料的接受、文件送达等

国际海事组织、国际海底管理局、区
域渔业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
合国粮农组织等现有国际组织

A 公海保护区 B 公海保护区 C 公海保护区

提案：秘书处

协商与评估：科学与技术机构

决策：缔约方会议

执行与监查：遵约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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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行政工作。 提案内容为秘书处重点审查对

象，应该包括：所确立保护区域空间的地理说明；

全面包含保护区域的指示性衡量指标，例如该区

域物种脆弱性、敏感性、存在的国家历史权利等

多项指标；土著人民的利用现状；管理计划与方

案说明；与相关全球、区域和部门机构在此已经

开展合作协商的信息等。 提案是初始阶段，为了

促进后续各阶段更加顺利地进行，秘书处在对提

案材料进行初步审查之后，可以要求提案主体进

行材料补充。 由于所申请的保护区域可能已有现

存国际组织通过划区管理工具进行管理，提交申

请的主体可能存在信息收集不及时或者不全面

的情况， 相关组织可以主动提交相关管理信息，

以备秘书处最后形成完整的提案材料。

（三）提案共估共商

秘书处在收到并形成完整提案后，进入“提

案协商与评估” 阶段。 秘书处专管行政管理工

作，为了减轻秘书处繁杂工作任务，提高工作效

率，“协商与评估阶段”应该进行职能分工。由于

划区保护会涉及海洋地理、 海洋气象等专业知

识，应该由专门“科学和技术机构”负责管理。设

立专门知识机构管理模式存在先例， 例如联合

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通过对

气候变化科学知识的现状、气候变化对社会、经

济的潜在影响以及如何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

可能对策进行评估， 并回击气候怀疑论所产生

的信任危机。科学和技术机构应该由专家构成，

兼顾多学科、性别均衡、地域代表性，其中地域

代表性应尽可能包含各划区区域。

协商与评估过程中，最重要的原则是包容性

与透明度。 除了主权国家参与外，各划区管理工

具背后的相关全球、区域、次区域和部门机构，甚

至非政府组织等多利益攸关方都是参加主体。 各

主体有权就提案优缺点发表意见，并进行相应的

补充或举证说明。 在协商与评估过程中，通过议

题设置、小型会议等弹性机制尽可能就谈判阻碍

相对较小的提案内容达成初步协议，争议较大的

可以交由科学与技术机构进行进一步磋商。 经过

评估与协商的草案，应该形成修订版本，由技术

与科学机构向缔约方会议提出建议。

（四）决策机制

当前全球治理范式下存在两种主要的决策

机制，一种是设立专门决策机构（理事会），一种

是条约机制下缔约方会议。 公海生物多样性划

区保护是一场面临国家海洋利益政治博弈、公

海自由与合理安排的艰难任务， 设立专门决策

机构缩小了所有缔约方参与表决权范围， 为增

进政治民主性， 应该以缔约方大会作为决策机

制。 决策事项应该重点包括各种划区管理工具

综合审议与评估。对于已经建立的公海保护区，

应该予以尊重并纳入到全球协定下的保护范

围， 其中包括该公海保护区内已经存在的各现

有国际组织等安排。对于新设的、符合公海保护

区各项衡量性指标标准的，可以批准。未批准设

立公海保护区的， 则依然处于当前各国际组织

各自划区管理之下，并不是管理空白，俟其满足

设立标准，应该重新提请批准。

此外，决策表决规则要兼顾公平与效率。若

完全采取协商一致的办法， 则可能陷入决策僵

局， 无法得出有效结果。 若采取过半数通过办

法，则无法体现公海应该“共同管理”的发展趋

势。为促进决策通过，又尽可能兼顾所有国家政

治意愿，应该采取混合表决模式，即先由缔约国

协商一致，若无法达成，应该由出席会议的三分

之二以上缔约国表决通过，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

督促了各国家积极参与海洋治理谈判， 实现共

商共享共建。

（五）执行与监督

划区保护协议达成后， 关键在于落实与执

行。为了促进各缔约国对所达成协定的遵守，保

障区域海洋组织与国际组织合作的稳定性，需

要设立遵约理事会进行执行监督与反馈。 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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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查路径如下： 一是执行报告提交与定期审

查。 缔约国或者负责公海保护区的区域海洋组

织应该就养护执行情况、 与其他国际组织合作

现状等事项形成报告，由秘书处负责日常接收，

并由遵约理事会负责定期审查。 二是遵约理事

会依职权行使监查权。通过主动邀请相关全球、

区域、次区域等组织参与会议，就执行报告发表

意见， 听取当地土著人民对报告执行情况的反

馈。 三是遵约理事会与科学与技术机构定期交

流。科学与技术机构依据其专业知识，可以为遵

约理事会提供及时有效的执行监测数据， 这是

内部机构监查互动。根据所提交报告、所听取的

执行意见， 遵约理事会应该就执行情况形成专

门报告，并向缔约方会议提供咨询意见和建议，

最终由缔约方会议决定就养护相关措施修订、

撤销或者延期。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李坤海为本

文写作提供了大量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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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宏源：全球海洋治理视阈下生物保护区管理的重叠到协同效应分析

Area-based Management Tools of the Conservation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Overlap to Collaboration

YU Hongyuan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Politics & Public Policy Studies,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hanghai 200233, China）

Abstract: The management system arrangement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of marine biological diversity of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Area-based management tools (ABMTs). There are two types of ABMTs, one is
departmental management represented by profession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other is cross-departmental integrated
management represented by regional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under high seas protected areas. Different management tools have
overlapping manifestations in subject identity, problem fields, and functional governance scope. The movements are: the problem
field itself has a greater demand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multiple international mechanisms; the legal system of freedom of high
seas promotes the coexistence of various mechanisms; global governance concepts and practices have processed the
co-management and co-governance in maritime field; political power games have led to differences in institutional preferences of
club governance organizations in maritime rights. The overlap of ABMTs has resulted in a positive and negative dual impact.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global governance paradigm's "top-down" to "bottom-up" transformation trend, the key to achieving
coordination is to balance organizations interaction, and build a multi-stakeholder mixed participation management system. On the
basis of the logic of the two kinds of management tools' coupling relationship, the new agreement should establish an interactive
framework from proposal, evaluation to enforcement functioned as institution connection at the perspective of " process theory" .
Key words: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areas-based management tools; overlap; mixe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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